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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洪武时期多次作出祭祖方面的规定,《大明集礼》的规定具有仿照《家礼》和国家礼制象征的性

质,《家礼》、《教民榜文》和胡秉中的主张在社会上更为流行,政府祭祖礼制的特点是认同朱熹《家礼》,这

也反映了《家礼》被社会认同的现实。明代宗祠的建设与发展,是以《家礼》的普及和士大夫的推动为背景

的。“议大礼”的推恩令导致的嘉靖十五年家庙及祭祖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允许庶民祭祀始祖,更在客观

上为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强化了宗祠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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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祖先既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民间信仰,同时也是一种权力,它是社会身份等级的一种标志。

这种等级性的权力,体现在通过礼制确定不同身份的人在建筑宗庙和追祭祖先的等级规定上。因

此,研究宗族的祭祖和家庙祠堂的历史状况,需要由礼制入手,并综合社会的实际状况加以分析。兹

主要依据新发现的明人文集、明代族谱和地方志资料,将明朝礼制和明人的看法结合起来,对明代

祠庙祭祖礼制及其演变进行探讨[ 1 ]。

一、洪武时期祠庙祭祖礼制的建立

朱明王朝建立后,如同历史上的其它新建王朝一样,首先制礼作乐。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

洪武二年 (1369)朱元璋鉴于国家创业之初,礼制未备,敕中书省传令全国各地举荐素志高洁、博通

古今、练达时宜的儒士至京,纂修礼书。徐一夔等人于洪武三年 (1370)九月修成礼书,朱元璋赐名

《大明集礼》[ 2 ]。《大明集礼》①卷六《吉礼六·宗庙》有“品官家庙”、“家庙图“、“祠堂制度”、“神主

式”、“椟韬藉式”、“椟式”、“品官享家庙仪”诸条,这是明朝最早的祠庙祭祖规定,应该作为讨论明朝

祠庙祭祖礼制的出发点。“品官家庙”条在该书目录中作“品官家庙考”,更符合正文所述,该文在考

察了历代祭祖之礼后说:

　　先儒朱子约前代之礼,创祠堂之制,为四龛以奉四世之祖,并以四仲月祭之,其冬至、立春、

季秋、忌日之祭,则又不与乎四仲月之内,至今士大夫之家遵以为常。凡品官之家立祠堂于正寝

之东,为屋三间,外为中门,中门为两阶,皆三级,东曰阼阶,西曰西阶,阶下随地广狭以屋覆之,

令可容家众续立。又为遗书衣物祭器库及神厨于东,缭以外垣,别为外门,常加扃闭。祠堂之内,

以近北一架为四龛,每龛内置桌。高祖居西第一龛,高祖妣次之;曾祖居第二龛,曾祖妣次之;祖

居第三龛,祖妣次之;考居第四龛,妣次之。神主皆藏于椟,置于桌上,南向。龛外各垂小廉,廉

外设香桌。于堂中置香炉,香合于其上。旁亲之无后者,以其班 设主椟,皆西向。

　　　　庶人无祠堂,惟以二代神主置于居室之中间,或以他室奉之,其主式与品官同而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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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明集礼》收人四库全书时作《明集礼》,本文引文仍从原书名,其它会典等书类似者也如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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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朝品官庙制未定,权仿朱子祠堂之制,奉高曾祖祢四世之主,亦以四仲之月祭之,又加腊

日、忌日之祭,与夫岁时节日荐享。至若庶人得奉其祖父母、父母之祀,已有著令,而其时享以寝

之,大概略同于品官焉。[ 3 ] (卷六)

这是对明朝祭祖礼制的概述,反映出明初士大夫普遍接受朱熹《家礼》[ 4 ]中祠堂之制的影响,明朝

政府鉴于家庙制度未定以及民间祭祖的实际情形,于是“权仿朱子祠堂之制”,规定品官祭祀高、曾、

祖、祢四代祖先。如果我们把《大明集礼》中有关品官之家的规定同《家礼》[ 5 ]比较,就会发现《大明

集礼》综合了《家礼》卷一《通礼·祠堂》中“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为四龛以奉先世

神主”、“旁亲之无后者以其班 ”诸条。其中与“祠堂之制”完全相同,只是龛内祖、妣神主设置较之

《家礼》中“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的规定具体而且突出妣位。《大明集礼》规定庶人祭

祀祖、父两代祖先,而且还说“若庶人得奉其祖父母、父母之祀,已有著令”。可见庶人祭祖令先于品

官庙制公布,此时又作重申。《大明集礼》中的“家庙图”实际上就是祠堂图,而“品官享家庙仪”,采纳

《家礼》卷五《祭礼》有关规定,列有时日、斋戒、陈设、省馔、行事、参神、降神、进馔、酌献、侑食、阖门、

启门、受胙、辞神、纳主、彻、 各项。所以所谓“品官家庙”实为品官祠堂。明人管志道 (153621608,隆

庆五年进士)谈到祭祖礼制时说:“国初未定,《大明集礼》原以朱子《家礼》为主,后乃祖《仪礼》中‘特

牲馈食之礼’与‘少牢馈食之礼’,裁为品官家庙享仪,品官得奉高曾祖祢四世之主,四仲月卜日以

祭,而庶人未有家庙,但奉祖父母、父母二代之祀。其时享于寝之礼,但曰略同于品官而已矣。”[ 6 ] (卷

三《订四大礼议》)指出《大明集礼》家庙设置以朱子《家礼》为主,家庙享仪祖《仪礼》中“特牲馈食之礼”

与“少牢馈食之礼”的典制来源。他还肯定朱元璋允许品官祭祀四代祖先超越前代礼制。他说:“圣

祖既建四亲之庙于金陵,即以此达乎天下,品官俱许祀四代,庶人仍旧祀二代,封典止及于曾祖,而

祀典兼及于高祖,视古渥矣。”[ 6 ] (卷二《考宗法以立家庙议》)明人汪循也说:“我圣明治教休美,其颁制示

则, 每以《家礼》为准,宜乎声教,溢乎四海,而家置一庙矣。”[ 7 ] (卷一五《廴回峰汪氏祠堂记》)朱熹《家礼》的

内容列入国家典制,在中国礼制上是一个突破[ 8 ] (pp. 55～ 108) [ 9 ] (pp. 147～ 177) ,进一步放宽了在祭祖上

的身份限制。

洪武六年 (1373)明朝公布家庙制度,“诏定公侯以下家庙礼仪。礼部官议:凡公侯品官立为祠堂

三间于所居之东,以祀高曾祖考,并 位,如祠堂未备,奉主于中堂享祭。二品以上羊一豕一,五品以

上羊一,以下豕一,皆分四体熟而荐之。⋯⋯凡祭于四仲之月择吉日,或春秋分、冬夏至亦可,⋯⋯制

曰可。”[ 10 ] (卷八二,洪武六年五月癸卯)新的家庙规定比起《大明集礼》中的家庙令来没有什么变化,仍是

照搬朱熹《家礼》中的祠堂之制。

洪武六年令未言及庶人的祭祖规定,是否仍沿袭《大明集礼》所载祭祀祖、父二代祖先呢? 嘉靖

朝前期罗虞臣指出:“至于神位之制,国初时用知县胡秉中言,定庶人三代之礼,以曾祖居中,祖左祢

右, 斯盖圣代之懿规也。今士夫祭及四代,亦宜以此为准。”[ 11 ] (卷八下《祠堂章》)另据隆庆六年 (1572)

自序本田艺衡《留青日札》卷一 记载:“庶人祭三代,曾祖居中,祖左祢右; 士大夫祭四代,高居中左,

曾居中右,祖左祢右,乃国初用行唐县胡秉中言也,人多不知。”[ 12 ] (卷一《祭三代四代》)胡秉中所言,笔

者见到的明代有关典制的书籍均未记载,下面我们略作考察。检乾隆《行唐县新志》卷九《名宦》记

载:“胡秉中,松江府上海县人,洪武初举人。材知行唐,专务以礼教民,制祀先、孝顺节义、教民读书

三图。祀先者,以春秋、孟冬、元旦日各祀祖先,笾豆仪制存焉。⋯⋯入觐以此图献,上命颁行天下,

仍温旨谕之,由是民知礼让,至今不忘云。”文中有关祀先的建议,当包括祭祀三代祖先的内容。再检

同书卷二《图经》所收吴高增纂《续四礼翼图说》记载:“明初上海胡秉中宰行唐,为三图,教民奉先,

导民孝义,劝民读书,洪武十七年入觐,进呈太祖,命礼臣三图合刻,颁行郡邑,依此教民。”可知明朝

采纳胡秉中的建议,是在洪武十七年 (1384)。这时明朝重新对官民祭祖制度调整,其中将庶人祭祀

二代祖先改为三代祖先。清初礼学家毛奇龄指出:“明初礼官用行唐县知县胡秉中议,许庶人祭及三

代。今俗祭祝词尚有称三代尊亲者。”[ 13 ] (卷一《所祭者》)可见该规定对民间影响深远。我还发现了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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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官、民祭祖不同代数的事例,正德时徽州毕氏规定“祀制”:“祀者,家之大事。文公《家礼》庶民祭

四代,明制只许祭三代。考我先君以上,犹据《家礼》行,爰及我辈则又承先君行而不祧,盖无所据。观

我一门而各门可知矣。今后各门除品官家外,止应遵明制祭三代,慎勿以为细故,任情而行,纵能逃

得国宪,难免识者之讥。且鬼神有知,亦必不享,详在明宗卷内。”[ 14 ] (卷一八《陈俗》)毕氏要求族内各门

恪守庶民祭祀三代祖先的规定,足以反映这一规定深入民间。以至清朝人说:“唐宋而下庙制不修,

士大夫率皆祭其先人于寝;前明以来,下逮庶人,有得祀三代之制。”[ 15 ] (卷一《吉礼一·庙祭》)胡秉中的

建议并未载入明朝典制,但朱元璋将胡秉中所呈祀先等三图颁行天下而对民间产生了重大影响。

洪武三十一年 (1398)颁行天下要求各地推行的《教民要款》即《教民榜文》也有祭祖的内容,需

要讨论。其第 33条中说:“父母生身之恩至大,其鞠育劬劳详载《大诰》,今再申明,民间有祖父母、父

母在堂者,当随家贫富奉养无缺。已亡者依时祭祀,展其孝敬,”这里强调子孙赡养祖父母、父母,随

后引出如祖父母、父母已亡应当依时祭祀,是“生事之以礼,死祭之以礼”所谓孝道的体现方式,不能

仅理解为只允许祭祀两代祖先。该条还附有“祀文式”:

　　惟洪武某年岁次某甲子某月某朔某日,孝孙某同阖门眷属告于高曾祖考妣之灵曰:昔者祖

宗相继鞠育子孙,怀抱提携,劬劳万状,每逢四时交代,随其寒暖增减衣服,撙节饮食。或忧近于

水火,或恐伤于蚊虫,或惧罹于疾病。百计调护,惟恐不安,此心悬悬,未尝暂息。使子孙成立至

有今日者,皆祖宗劬劳之恩也。虽欲报之,莫知所以为报。兹者节近孟春 (春夏秋冬) ,天气将

(温热寒凉)追感昔时,不胜永慕,谨备酒肴羹饮,率阖门眷属,以献尚飨。[ 16 ] (卷四)

《教民榜文》针对民间制定,祀文祭祀四代祖先的固定格式,并未只限定在品官以内,说明明朝认可

庶民祭祀四代祖先。天一阁藏嘉靖三年 (1524)刊江西《东乡县志》卷下《风俗》记载了这份“国朝颁降

民间祭祀祖考祝文式”,该祝文式除了在开头部分为了通行各朝起见改为“惟某年岁次某支干某月

支干朔日”外,其它文字相同。该志在祝文式后写到:“此我高皇帝教民以追远之孝、易俗之本务也。

其时祭用四孟月,与文公《家礼》不同,此士民所当钦遵者,故谨录于此。”把祭祀“高曾祖考”附于“民

间祭祀祖考祝文式”,要求“士民”遵守,证明明朝也认可庶民祭祀四代祖先。《大明集礼》修成后秘藏

宫廷,到了嘉靖八年 (1529)才刻布中外,很难对民间的产生影响。而《教民榜文》在社会上流传甚广,

影响到庶民祭祀四代祖先,所以明代人常有官民通行祠堂之制即祭祀四代祖先的说法。

总之,洪武时期多次有祭祖方面的规定,《大明集礼》的规定具有“权仿《家礼》”和国家礼制象征

的性质,《家礼》、《教民榜文》和胡秉中的主张在社会上更为流行,政府祭祖礼制的特点是认同朱熹

《家礼》,这也反映了《家礼》被社会认同的现实。江西贵溪毕氏有小田祠堂,“旧在珠墩之东”,洪武三

十一年 (戊寅, 1398)改建于“居西”,扁曰: 家庙。正统时“复念家庙非庶人所宜立,乃改其扁曰: 祠

堂。”毕氏说:“窃惟先王之制,天子至于官师,昔有庙,君子将营宫室,家庙为先,居室为后。至于嬴秦

荡灭典礼,天子之外无敢营立家庙者。逮汉室之世,公卿贵人皆建祠堂于墓所,庶人惟祭于寝。及有

宋朱子创为《家礼》,上自卿相,下至庶人,皆得建立祠堂,祭为义备矣。”[ 14 ] (卷一五《宫室志》)贵溪毕氏

祭祖场所扁额由家庙改为祠堂,但内容没变。只是认为庶人祭祖只能在祠堂进行,这符合《家礼》,认

为《家礼》主张“上自卿相,下至庶人,皆得建立祠堂。”天顺五年 (1461)浙江淳安人王宾撰《重建环水

祠堂记》[ 17 ] (卷六)说:“予尝庄诵文公《家礼》一书,而深感十二世祖三聘公孝心纯笃,上有以昭一时

追远之念,下有以开子孙追远之原矣。粤自唐宋至于我朝,皇上以孝治天下,命官许立家庙,庶民许

立祠堂。祀享之仪、庙堂之制虽秩然有降杀,所以尊祖敬宗以敦孝道初无二致。”认为朝廷允许庶民

立祠堂。至于三聘公的上昭下开之功,王宾接着讲,三聘公建祠堂于居室东向,因时祀先,即《家礼》

之旧制;置赡茔田五亩,以租祭祖,即《家礼》置祭田之遗制。“遐想吾祖之意,以为五世祖以上至迁睦

之始祖,已立孝思堂于神京寺东侧,固仁孝之道也。六世祖以下析居既远,难以附祭于孝思堂,乃更

营祠堂于此地,使子子孙孙时祀有所。”天顺五年王宾的父亲集同宗之众,重建环水祠堂。淳安王氏

既建孝思堂祭祀始迁祖、先祖,又建环水祠堂祭祀六世祖以下祖先,认为符合国家规定。可能类似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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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建祠者,在当时不是个别现象。前引汪循的说法,明制以《家礼》为准,“而家置一庙矣”,当是含有

庶民在内。休宁人张旭更指出:“古者自天子以至适士、官师皆得立庙,以祀其先,但有降杀之差耳。

降及后世,将相大臣得立家庙,而因陋就简之,日久类多得为不为,至于士庶人势有不得为者,则又

弗暇议也。紫阳朱夫子者出,有惕于此,创为祠堂之制,使上下贵贱皆得以通行,其意嘉矣。”[ 18 ] (卷二

四《贺致仕令君汪公鼎新祠堂序》)江西分宜人严嵩也认为:“祠堂古宗庙也。古者天子、诸侯、大夫至于士皆

有庙,庶人祭于寝,后世庙非赐不得立。先儒以为情靡伸也,于是斟酌古礼,为祠堂之制,以广夫士庶

人者之孝,而达卿贵仕得通行之。”[ 19 ] (卷三三《潘氏祠堂记》)徽州人礼部尚书许国 (152721596)万历时作

《商山吴氏宗祠记》,记中说:“予按古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庙,然自朱考亭议易为祠,以达贵贱,今制

固未有禁也。”[ 20 ]他们把《家礼》看作是包括士庶、通行于上下贵贱的制度。

二、洪武以后祠庙祭祖礼制的变化

明成化十一年 (1475) ,国子监祭酒周洪谟曾建议整顿祠堂之制。他说:“今臣庶祠堂之制,悉本

《家礼》,高曾祖考四代设主,俱自西向东。考之神道向右,古无其说。惟我太祖高皇帝太庙之制,允

合先王左昭右穆之义。宜令一品至九品止立一庙,但以高卑广狭为杀,神主则高祖居左,曾祖居右,

祖居次左,考居次右,于礼为当。⋯⋯事下所司议,闻礼部覆奏:洪谟所言祠堂之制,乞命翰林院参酌

更易,具奏处置。⋯⋯从之。”[ 21 ] (卷一三七,成化十一年正月丙子)该建议的要点有二:一是品官只立一庙,

不许违制多建① [ 22 ] [ 23 ]和扩建;二是改进祖先牌位的摆放顺序,以“左昭右穆”代替“神道向右”。关

于祖先牌位摆放顺序周洪谟所讲与胡秉中建议相同,可见民间受《家礼》以“神道向右”摆放四代祖

先牌位顺序影响太深,未能完全照洪武十七年规定执行,所以周洪谟为改变这种情况重新向皇帝提

出建议。周洪谟建议的背景是“今臣庶祠堂之制”的发展,他要求限制祠堂的数量和规模,抑制这种

发展。

代表有明一代的典章制度的《大明会典》,弘治十年 (1497)由徐溥奉敕撰,十五年成书,于正德

四年 (1509)由李东阳等重校刊行。该书卷八八《礼部·祭祀·品官家庙》开篇便说“国朝品官庙制未

定,权仿朱子祠堂之制,奉高曾祖祢四世之主,亦以四仲之月祭之,又加腊日、忌日之祭,与夫岁时节

日荐享。至若庶人得奉其祖父母、父母之祀,已有著令,而其时享以寝之礼,大概略同于品官焉。”此

段完全出自《大明集礼》,也就是说继承了《大明集礼》祭祖原则。接着为“祠堂制度”:

　　祠堂三间,外为中门,中门为两阶,皆三级,东曰阼阶,西曰西阶,阶下随地广狭以屋覆之,

令可容家众续立。又为遗书衣物祭器库及神厨于东缭,以周垣别为外门,常加扃闭。祠堂之内,

以近北一架为四龛,每龛内置一桌。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神主皆藏于椟中,置

于桌上,南向。龛外各垂小廉,廉外设香桌。于堂中置香炉,香合于其上。两阶之间,又设香案

亦如之,若家贫地狭,则止为一间,不立厨房,而东西壁下置立两柜,西藏遗书、衣服,东藏祭器,

亦可。地狭则于厅事之东亦可。[ 24 ] (卷八八《礼部·祭祀》)

这一规定也是综合《家礼》卷一《通礼·祠堂》“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为四龛以奉先

世神主”条而成,比起《大明集礼》来,少了“旁亲之无后者以其班 ”的内容,而且关于龛位神主的规

定恢复了《家礼》原有的文字,《大明会典》对《家礼·祠堂》的综合比《大明集礼》详细了许多,更遵守

《家礼》原文。接下去的“品官享家庙仪”照录《大明集礼》。《会典》对宗族建祠堂是有影响的,徽州休

宁范氏就说:“《会典》载‘品官家庙’,亦谓‘国初品官庙制未定,《大明集礼》权仿宋儒《家礼》祠堂制,

而庶人享于寝之礼,大概与品官略同。’今吾宗历世相传,各门则有寝,合族则有祠,祀先妥神,咸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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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左云鹏先生引周洪谟文,将“止立一庙”作“各立一庙”,语意大不相同; 李文治先生引周洪谟文亦同左文,出处见参考文献

[ 23 ]。



礼制,是亦民德归厚,而为君子所乐与者。”[ 25 ] (卷六《祠表·林塘范氏宗祠》)范氏依据的礼制是《会典》、

《家礼》。李维桢不止一处讲到这一问题,他在《汪忠烈祠记》说:“朱紫阳是以有祠堂之制,诸不得称

庙者,作室以祀,曰祠。本朝因之,著在《会典》,通乎上下”。又在《临溪程氏宗祠记》中指出:“朱文公

制《家礼》,位不同而家庙同,本朝因之,载在《会典》,则宗祠所由始也。新安宗祠无之非是。”[ 26 ] (卷

五六)看来不少徽州宗族设宗祠的依据是《大明会典》、《家礼》。

嘉靖朝发生“大礼议”,带来皇室宗庙制度的改革,并放宽官民祭祖的规定。明世宗坚持己意,尊

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将孝宗尊为皇伯考,嘉靖十五年 (1536)十月戊子“更世庙为献皇帝庙”[ 27 ] (卷

二) ,至十一月乙亥“增饰太庙,营建太宗庙,昭穆群庙,献皇帝庙成。”[ 28 ] (卷一九三,嘉靖十五年十一月戊午)

在这宗庙告成之时,礼部尚书夏言上疏建议皇帝在官民祭祖方面也加以“推恩”。夏言的上疏为《请

定功臣配享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 29 ] (卷一一)①,据该疏可知,夏言在皇室“九庙告成”的形势

下,为了使宗庙祭祖礼制“著为一代全经”,请求补上仁宗以下没有功臣配享的缺典,允许臣民祭其

始祖、先祖,确立庙制的定则②。在夏言看来,这是将皇帝尊祖敬宗之心、奉先思孝之实推及臣民,以

显示皇恩浩荡,从而革新礼制,以告万世,使君臣青史留名。

夏言接着上文列有“三议”,分别是《定功臣配享》、《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乞诏天下

臣工建立家庙》,与本文有关的是后两议。从《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可知,夏言在这次上疏

前,曾被世宗召见。君臣谈及民间祭祖问题,世宗本来打算“推恩”臣民,得以同皇室一样祭祀始祖,

只是耽心有僭越礼制之嫌。夏言了解到世宗的这一想法,乃上是疏。祭祖是宋儒关注的热点问题,

程颐缘情制礼,创造性地提出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的主张,朱熹则以僭而去之。夏言赞同程颐的

主张,从礼仪的角度认为冬至祭始祖不同与 礼,并无僭拟。他建议采纳程颐的主张,在节日祭祀始

祖、先祖,同时又禁止百姓建家庙,以防“逾分”。既推了恩,又不违反礼制,可谓两全其美。

再看“乞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此议甚长,夏言考察了历代家庙制度与实行情况,指出宋儒祭

祀四代祖先的贡献。程颐主张,既然五服皆至高祖,所以祭祖亦当如之,朱熹认为礼有大夫立三庙而

可以祭及高祖的先例,程朱在这一问题上的主张一致,也受到后儒的赞同。因此,夏言主张品官家庙

制度分为两种类型:三品官以上大员祭祀五世祖先,四品官以下依旧祭祀四代祖先。并论述了祭祀

五世祖的具体做法,说到始祖、先祖只可临时祭祀,当时立庙的三品大员将来才可以“世祀之”。文中

明确说庶人只可祭于寝,换言之,不许立家庙。夏言最后要求:

　　乞诏令天下,使大小庶官皆得拟而为之,凡唐宋以来一切三庙、二庙、一庙、四世、三世、二

世、一世之制,繁杂破碎多碍而少通者,一切除去之,一以五室、四室为率,庶几三代之制、程朱

之义通融贯彻,并行不背。所谓不规规于往古之迹,而亦不失先王之意在是矣。惟圣明断而行

之幸甚。[ 29 ] (卷一一)

夏言请求改变唐宋以来家庙祭祖“繁杂破碎多碍而少通”的旧制,诏令大小庶官以一庙五室、一庙四

室分别建庙。事实上夏言建议三品以下官员以一庙四室分别建庙意义并不大,以为这正是《家礼》的

主张,而且是《大明集礼》等明朝典制的规定。夏言建议的重要性在于督促官员建家庙和三品以上大

员常祭五世祖、在家庙临时祭祀始祖。明朝的不少官员对家庙心存疑虑,耽心违制,嘉靖十五年令使

得一些官员打消疑虑而建立家庙、宗祠。

夏言的建议是否被采纳,是必须考察的问题。《明世宗实录》未载夏言的建议,而他书则有所记

载。万历十四年 (1586)王圻编纂的《续文献通考》节录了夏言的上述奏议[ 30 ] (卷一一五《宗庙考·大臣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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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文治先生说,该令是夏言面对“人们建置祠堂及追祭远祖的违制事例既然纷纷出现”的现实,“乃上疏建议改制”(出处

前揭)。我认为“人们建置祠堂及追祭远祖的违制事例既然纷纷出现”是事实,不过夏言上疏的直接原因却不是为此。

又该疏在天津图书馆所藏光绪十七年江西书局刻本《桂州夏文愍公奏议》(二十卷补遗一卷)卷二十一作《献末议请明诏

以推恩臣民用全典礼疏》,题目点出“推恩”主旨。比较这两个不同版本“上疏”,光绪奏议本较之崇祯刻文集本内容有删减,其它部

分文字稍异。因崇祯刻文集本内容完整,故笔者引用文集本。



庙》) ,并说对于“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上是之”,被世宗肯定; 对于“乞诏天下臣工建立家

庙”,世宗也“从之”。即世宗采纳了夏言的建议。更有力的证明是,许重熙《宪宗外史续编》(上)嘉靖

十五年十一月条记载:“诏天下臣民祭始祖。”[ 27 ] (卷二)此书资料取材邸报,言有所据。朱国祯《皇明

史概》所收之《皇明大政记》也记载该年“十一月诏天下臣民得祀始祖”[ 31 ] (卷二八补遗) ,是为补证。另

外, 管志道说“世庙复许庶人追祀始祖,则渥之渥也”。[ 6 ] (卷二《考宗法以立家庙议》)郭子章 (154221618,

隆庆五年进士)指出:“我明嘉靖间,诏天下臣民于冬至日祭其始祖,则得及始祖矣。”[ 32 ] (卷二《曾祖西

坡府君祠记》)他们的话也可作为旁证。嘉靖十五年的确诏令天下臣民可以祭祀始祖。不过关于品官建

家庙的新规定,除了王圻《续文献通考》记载“上是之”外,目前还未发现其他明人的记载。推测这一

规定针对品官而言,没有向天下明诏。

诏令天下臣民可以祭祀始祖,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反响。该诏令本来只允许臣民在冬至、立春

节日祭祖,并不准在家庙、祠堂设立牌位常祭。但是,允许祭祀始祖,即等于允许各支同姓宗族联宗

祭祖。与此同时,政府又要求官员建家庙,并允许在家庙设临时祭始祖、先祖的纸牌位,再加上又允

许“以今得立庙者为世祀之祖,世祀而不迁”,则开了以后家庙祭祀始祖之先河。这就极易导致官员

将始祖、先祖的临时性纸牌位改为常设始祖牌位。品官家庙祭祀始祖一旦成为大宗祠,民间联宗祭

祖必然会竞相仿效。事实上当时社会上本来就大量存在着祠堂违制祭始祖的情况。崇拜祖先作为

民间信仰风俗,合乎人情,嘉靖十五年的规定只能导致其进一步的合法化,另外在外人不进入的家

庙中设置远祖牌位政府也没必要核查,所以祭祀始祖、先祖必定成为普遍现象,家庙向联宗祭祖的

大宗祠方向发展,地方政府听之任之,于是嘉靖、万历年间形成大建宗祠祭祀始祖的普遍现象①。在

广东,南海朱氏称:“我家祖祠建于明嘉靖时,当夏言奏请士庶得通祀始祖之后。”[ 33 ] (卷八《南海九江朱

氏家谱序例》)佛山冼氏说:“明大礼议成,世宗思以尊亲之义广天下,采夏言议,令天下大姓皆得联宗

建庙祀其始祖,于是宗祠遍天下。其用意虽非出于至公,而所以收天下之族,使各有所统摄,而不至

散漫,而藉以济宗法之穷者,实隆古所未有。⋯⋯我族各祠亦多建在嘉靖年代。逮天启初,纠合二十

八房,建宗祠会垣,追祀晋曲江县侯忠义公,率为岭南始祖。”[ 34 ] (卷二之首《宗庙谱》)佛山的其他宗族也

是如此,据地方志记载:“我佛山诸祠亦多建此时,敬宗收族于是焉。”[ 35 ] (卷九《氏族志·祠堂》)在安徽,

歙县人汪道昆 (152521593,嘉靖廿六年进士)有一段重要的话,指出徽州宗祠设立与因“议大礼”进

行宗庙、祭祖改革的关系:“夫七世之庙惟天子尊,次五而三,次二而一,要皆以位为差,不仕不田,不

田不庙,礼有顺而讨者是也。文公之制《家礼》也,位不必同而庙同,我世祖因之,合九为一,无虑诸侯

王大夫士庙一而已。吾郡故刑 (行?)礼俗,遵世祖而法文公,凡诸贵族世家一祠足矣,礼有经而等者

是也。既祠而庙,君子何谓已渎乎,宗则有祠,继别而为大宗也;家则有庙,庙继祢而为小宗也。”[ 36 ]

(卷六三《许氏家庙碑》)这段论述的要点虽是提倡在祭始祖的宗祠外再建家庙祭祀近四世祖先,但是可

以从中看出: 徽州世家大族受嘉靖帝建九庙合祀祖先并推恩臣民的影响,建祠祭及始祖,这种宗祠

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宁国府的旌德戴氏也是世宗诏令后建立始祖祠堂,戴氏族谱记载:“祠初创于元

之丙申,士可公奉四世之神主而妥侑之,非略也,孝思可展,限于礼而不得越。至明世宗诏令天下士

庶得祀始祖,族人因于万历丁酉辟地构祠。则前乎此者,已感叹于蔓草荒烟矣。”[ 37 ] (《留村叙伦祠记》)

安徽、广东的事例可证,世宗嘉靖诏令后,导致宗族纷纷建立宗祠祭祀始祖,遂使“宗祠遍天下”。旌

德戴氏、南海朱氏是以士庶得祀始祖为理由建祠的。至于佛山冼氏则把允许祭祀始祖,理解为通过

“联宗建庙”来实现。朱氏、冼氏、戴氏的做法显然不符合夏言上疏内容的,是违礼逾制的行为,但都

未曾受到制裁。嘉靖十五年的祭祖、家庙尽管有详细的限制性规定,但是客观上却造成了嘉靖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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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文治先生评价嘉靖十五年有关家庙、祭祖的规定说:“从此庶民之家建置宗祠及追祭远祖之事正式纳入规制,被看为合

理合法了。”(出处前揭)根据我们以上的考察,可见这一说法不太准确。李先生又说:“从国家规制上讲,建祠祭祖再没有贵贱等级

的差别了。”(同前引文)显而易见,这一提法也难以成立。



建宗祠祭祀始祖的热潮,并影响到明后期,加速了宗祠的普遍化。

但是,嘉靖十五年的祭祖、家庙新制在世宗以后诸朝并未得到承认。由“大礼议”导致的礼制变

革,带有政治斗争的色彩,被诟病为祀典太滥,没有都成为国家典制。明隆庆中徐阶等修而未竣、万

历五年 (1577)张居正续修成书的《明世宗实录》不载夏言关于祭始祖、建家庙的建议,说明万历朝廷

只把夏言建议看作一时政策,不作为永久性的制度。万历四年明续修的《大明会典》,《品官家庙》的

内容,沿用正德会典的规定,只是极个别文字有所变动,如正德会典中的“品官家庙仪”改为“时祭仪

节”,原文中的“时日”改为“卜日”[ 38 ] (卷九五《礼部五三·群祀五》)。进一步证明万历朝不承认嘉靖十五年

令。光宗泰昌元年 (1620)官修《礼部志稿》,“品官家庙”、“祠堂制度”条也是照搬《大明集礼》的规定

[ 39 ] (卷三 0《祠祭司职掌》)。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嘉靖十五年祭始祖、建家庙新规定对社会的影响,但又不

能过分夸大这一影响。

三、结　　语

以上对明代祠庙祭祖的礼制进行了考察,至于民间祠庙祭祖的情况我已专文论及[ 40 ]。

总之,明朝非常重视祠庙祭祖问题,多次就此进行讨论。就沿袭有明一代的制度而言,祭祖礼制

基于《大明集礼》。而《大明集礼》仿自朱熹《家礼》,从而使《家礼》第一次进入国家典制,因此所谓明

代的祭祖礼制实际上是《家礼》的官方化即国家制度化。从这个角度看明代是以官方传播朱熹《家

礼》的时代,换言之,《家礼》在明代的极大传播,官方的礼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明朝政府以及士大

夫对朱熹《家礼》特别是祭礼的提倡,贯穿有明一代,明中后期进一步深入民间。明代宗祠的建设与

发展,是以《家礼》的普及和士大夫的推动为背景的。实际上这也反映了明代宗祠发展的动力。明官

方正式的祭祖礼制一成不变,但诸朝的一些祭祖礼制的变动却在社会上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如洪武

十七年将庶民祭祖由二代改为三代,嘉靖十五年允许官民祭祀始祖,要求官员建立家庙。“议大礼”

的推恩令导致的嘉靖十五年家庙及祭祖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允许庶民祭祀始祖,更在客观上为宗祠

的普及提供了契机,强化了宗祠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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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f the E stab lishm en t of the System of O ffering Sacrif ices to
A ncesto rs and the Bu ild ing of A ncest ra l H all in the

M ing D ynasty and T heir Evo lu t ion
Chang J ianhua

(Co llege of H isto ry, N ankai U n iversity, T ian jin 300071)

Summary: T here w ere st ipu lat ions fo r offering sacrifices to ancesto rs in the years of Hongw u. D a M ing J i L i (A

co llect ion of et iquet tes of the M ing D ynasty) bears the featu res of J ia L i (Z hu X i’s A D escrip tion of E tiquettes

O bserved by F am ilies) and the an tho rity of nat ional et iquet tes of theM ing D ynasty. J ia L i and J iaoM in B ang W en

(p roclam ation: teach ing the peop le) and H u B ingzhong’s op in ions w ere p revailing in the society of the t im e. T he

etiquet te system of the Governm en t w as iden tified w ith Zhu X i’s J ia L i, w h ich at the sam e tim e show ing itself

gained the recogn it ion of the popu lar. W ith the popu larizat ion of J ia L i and the p ropelling by the scho lar2officia ls

the bu ilding of ancestra l hall gained develop ing. T he refo rm ation of the system of offering sacrifices to ancesto rs in

the 15th year of empero r J ia jing’s reign, especially the allow ab le of offering sacrifices to p rimogen ito r to the

common clansm en, w as the tu rn ing po in t fo r the popu larizat ion of bu ilding ancestra l hall.

Key W ords: Patriarchal C lan in the M ing D ynasty; T he Ceremony System of O ffering Sacrifices to A ncesto rs;

Scho lar2officia l; J ia L i(A co llect ion of et iquet tes of the M ing D 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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